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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宋元经验

黄 博①

摘 要: 宋元时期在中华民族的发展史上具有深远的影响，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首
先，这一时期，中国历史上迎来了多民族语文并用时代，且经过数百年的交往交流交融，
各民族在语文的掌握和使用上已形成多语文共享共用的新格局。元代大一统多民族国家的
新现实，在语文上的反映就是国家通用语文思想的产生和实践。其次，这一时期中国各民
族在思想文化上的相互影响和吸收的加速发展，增进和加强了各民族彼此在文化上和思想
上的共享精神世界的形成。最后，随着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的深化，形成了中国思想史
上各民族思想文化共同繁荣，促进了宋元时期各民族间在思想文化上的共同性的发展，为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宝贵的历史镜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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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元时期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具有深远的影响，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宋代中国境内各民族

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大发展，在北方契丹、党项、女真相继兴起，建立了辽、金、夏等区域政

权，在南方也有以白蛮为主体建立的大理，在西域则有高昌回鹘、喀喇汗王朝等，中原王朝一家

独大的局面不复存在，表面上看起来，这一时期大一统的实现似乎遥不可及。但随后蒙古的兴

起，元朝的建立，一个新时代迅速到来，元代实现了中国历史上空前的大一统。
事实上，元朝的大一统，绝不是偶然的，更不是元朝纯属依峙强大的军事力量实现军事成功

的结果。宋元时期四百多年，中国境内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日益深入，各民族共同繁荣，从而

加快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进程，才是元代大一统得以最终实现的根本原因，而元代的大一统

又反过来巩固了这一进程。宋元时期中华民族的历史在过去的分科体系下，分属于不同的王朝史

和民族史内容，如今从整体上全面梳理宋元时期中国古代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与铸牢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的历史经验十分有必要。因此本文尝试从全局的角度，站在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整体

视角出发，综合考察宋、辽、夏、大理、喀喇汗、金、元诸政权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从

而揭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意识的宋元经验。

一、宋元时期各民族语文的发展繁荣与多民族语文的交融并用

语言文字是创造思想文化的重要载体，同时也反映着思想文化本身的内涵。唐宋以前中国古

代的思想主要依靠汉字表达和记录，从秦汉到隋唐将近一千年的时间里，中国的历史舞台上活跃

着众多的民族，他们在政治史、军事史、经济史、社会史等各个领域都有着辉煌灿烂的表现，但

在思想史领域却明显有些黯然失色。尽管匈奴、鲜卑等民族在汉唐之间近千年的时间里此起彼

伏，曾经也盛极一时，但都没有留下属于自己的文字①，自然也就没有在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史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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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留多少值得称道的思想印记。唐代随着吐蕃、突厥、回鹘的相继崛起，藏文、突厥文和回鹘文

开始陆续创制并行用。到宋元时期，中国历史上迎来了多民族语文并用时代，除了此前已经行用

的藏文和突厥文、回鹘文等外，又有契丹文、女真文、西夏文、蒙古文等民族文字相继问世，标

志着中国古代思想与文化的一个全新格局出现: 即从汉文化的一家独大到多民族文化的共同

繁荣。
宋元时期多民族语文的繁荣，既是中国古代各民族文化自身发展的自然演进过程，也是这一

时期中国境内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获得加速发展后的人文成果结晶。如契丹大字的创制，是契丹

文化与汉文化交融的产物，《新五代史》记载，辽朝建立后，“多用汉人，汉人教之以隶书之半

增损之，作文字数千，以代刻木之约”①，这批契丹文字，历史上称之为 “契丹大字”。后来女

真人也仿效契丹人，借用汉字的字形和笔画来拼写女真语，从而创造了女真文，《金史》记载，

主持女真文字创制工作的完颜希尹，“乃依仿汉人楷字，因契丹字制度合本国语，制女真字”②。
党项人创制的西夏文，则更是在 “造字”思想上深受汉字的影响，西夏文在形制、结构、表意

和书写上都严格遵循了汉字的 “六书”原理，西夏文字总数中约有 80% 的 “会意合成字”和

“音意合成字”都是模仿汉字的“会意”与“形声”这两种构字法创造出来的。③

此外，除汉文化以外，契丹小字的创制，也深受回鹘文化的影响。 《辽史》记载，辽朝初

年，“回鹘使至，无能通其语者，太后谓太祖曰: ‘迭剌聪明可使。’遣讶之，相从二旬，能习其

言与书，因制契丹小字，数少而该贯”④。契丹小字在回鹘文的启发下，节选和改造汉字字形为

契丹语的表音符号，从而实现了用一定数量的字符对全部的契丹语进行拼读，这就是所谓的

“数少而该贯”。13 世纪初蒙古人崛起过程中，也充分吸收了畏兀儿文化 ( 高昌回鹘) ，13 世纪

波斯历史学家志费尼在《世界征服者史》中就曾说，“因为鞑靼人 ( 指蒙古人) 没有自己的文

字，成吉思汗便下令蒙古儿童习写畏兀儿文”⑤，这种蒙古儿童所学的畏兀儿文，并不是真的畏

兀儿文，而是用畏兀儿文字母拼写蒙古语的 “畏兀儿体蒙古文”，这种文字在经过改进后一直被

蒙古族人民沿用至今。
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历史上的这个多语文并用时代的出现，也孕育了一大批同时掌握多种语

文的人才，为宋元时期中国各民族在思想上、文化上的交流与交融奠定了基础。当时，精通契丹

文的契丹人，往往也精通汉文和回鹘文，精通西夏文的党项人更是对汉字的构字法了如指掌。各

民族虽然都创制自己的文字，但在政府文书与日常生活中也经常同时使用其他民族的文字，在日

常语文的使用中并不是相互隔绝的状态。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包括契丹人在内的辽朝境内的各族

人民并不是只使用契丹文; 同样，包括女真人在内的金朝治下的各族人民也并不是只使用女真文

字; 而西夏社会更不是只有西夏文的使用了。事实上，辽、金和西夏，汉字、汉文的使用非常普

遍，而且各民族之间在语言文字上的共享共用也很普遍，比如传世的契丹文碑刻 《郎君行记》
就是书写并立碑于金朝统治时期，且除了刻有契丹小字外，也刻有同样内容的汉文。⑥ 契丹文在

金代仍然十分流行，甚至 《金史》中记载的精通契丹文的人，比 《辽史》还多，其中提到说

“通契丹字”的人，包括完颜璋、完颜布辉在内的有十五人，明确指出 “通契丹大、小字”的

人，包括完颜宗雄等在内的有九人。⑦ 而西夏治下的河西地区，藏文的使用也相当广泛。日本学

·36·

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宋元经验★
黄 博★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新五代史》卷七十二《四夷附录第一》，北京: 中华书局，1974 年，第 888 页。
《金史》卷七十三《完颜希尹传》，北京: 中华书局，1975 年，第 1684 页。
有关西夏文的造字原理，参见史金波《西夏文教程》，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 年，第 114 页。
《辽史》卷六十四《皇子表》，北京: 中华书局，1974 年，第 968 ～ 969 页。
［伊朗］ 志费尼: 《世界征服者史》 ( 上册) ，何高济译，翁独健校订，呼和浩特: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0
年，第 28 页。
《郎君行记》刻石于金太宗天会十二年 ( 1134 年) ，因此在历史上长期被误会为是女真文。直到近代以来，随
着学界对契丹文字研究的深入，才确定其上的非汉文部分乃是一通契丹小字的碑刻。参见牛达生《〈郎君行
记〉与契丹字研究———兼谈不能再视〈郎君行记〉为女真字了》，《考古与文物》1997 年第 4 期。
清格尔泰，刘凤翥，陈乃雄等: 《契丹小字研究》，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 年，第 14 页。



者武内绍人的研究表明，吐蕃王朝崩溃后，河西地区的藏语文的使用仍然相当普遍，不仅限于个

人交流，也用于诸如宣誓、效忠之类的官方文件，且和汉语并用于各种文化典籍。①

在语言文字上，经过数百年的交往交流交融，各民族在语文的掌握和使用上也可以说已形成

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多语文共享共用的新格局。如一方面，契丹文、女真文、西夏文在造字

上都有明显的模仿和借鉴汉字字形、笔画的痕迹。而另一方面，9 世纪前期依据粟特字母创制的

回鹘文，是一种典型的音素文字，契丹人在接触到回鹘文后，获得启发，在增减汉字的笔画和字

形的基础上，创制了用来表音的字母——— “原字”，再用“原字”拼写契丹语。因此契丹小字是

一种介于音节文字和音素文字之间的拼音文字。② 从 13 世纪初开始蒙古人所使用的畏兀儿文字

体蒙古文，也是深受回鹘文的影响，甚至直接借用了回鹘文的字母。而有意思的是，早期的回鹘

文本来是从右向左书横写，后来因受到汉字的影响，改为从左至右竖写，③ 可见当时中国各民族

在文字上的相互交融影响之深。
元朝建立后，结束了自唐末五代至宋辽夏金以来的分治割据局面，建立起了中国历史上空前

的大一统的多民族国家，元代一方面延续了多民族语文并用的现实; 另一方面，元代大一统的多

民族国家的社会实际，在语文上的反映就是国家通用语文思想的产生和实践。而通用语文尝试的

另一个前置背景也是多民族语文的并用，在元代多种文字同时出现在一块碑里是很常见的现象。
据多种史籍的记载，早期的蒙古社会，有语言而无文字。据最早接触到蒙古社会的内地知识

分子观察，“蒙古俗无文籍，或约之以言，或刻木为契”④，就连非常重要的军事行政上的信息

传递，也非常粗陋，“凡发命令，遣使往来，止是刻指以记之”⑤。蒙古汗国建立前后，蒙古人

开始大规模地接触和吸收畏兀儿文化，成吉思汗时代，畏兀儿学者曾奉命 “教太子诸王以畏兀

字书国言”⑥，即以畏兀儿字母拼写蒙古语，也就是前文所说的畏兀儿体蒙古文。畏兀儿体蒙古

文此后成为元代蒙古人群体中最流行的通用书面语，无论文书行政还是树碑立传，都普遍使用这

种形式的蒙古文。
元朝建立后，随着契丹人、女真人在整体上融入到汉人群体中，契丹文和女真文渐渐退出了

历史舞台，但汉字、西夏文、藏文、畏兀儿文、畏兀儿体蒙古文等多民族文字仍然在元代社会上

广泛使用。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这一时期，在中华民族大家庭内，操不同语言、书写不同文字的

各族人民，并没有因为多语文的并存而在思想文化交流上存在着工具性的障碍，恰恰相反，元代

社会是一个多民族语文共享共用的时代，在元代多种文字同时出现在一个场景中是很常见的

现象。
由于多民族语文的并用，元代社会也出现了一些掌握多语文能力的人群，他们在政治生活和

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如元世祖时期曾经担任过宰相的吐蕃人桑哥，为 “译史”
出身，精通藏文、汉文以及畏兀儿文等多种语言文字。⑦ 此外，元朝还创制了一种全新的文字，

俗称“八思巴文”，这是一种为大一统的多民族国家准备的新文字，这种文字借鉴了梵文和藏文

的字母与拼写规则，试图为元代新形势下大一统多民族国家创造一种可以 “译写一切文字”⑧

的书面语表达形式。当然这一尝试由于过于空中楼阁以致最终效果并不好，但这一基于多民族语

文的通用语文体系的尝试，仍然闪耀着思想上的夺目光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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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宋元时期各民族的

交往交流的加强与中华思想文化共享精神世界的形成

这一时期，中国各民族在思想文化上的相互影响和吸收的加速发展，增进和加强了各民族彼

此在文化上和思想上的共享精神世界的形成。辽、金、西夏、大理等政权建立后，契丹、女真、
党项、白蛮等各族人民，在与宋朝的接触和交往的过程中，开始大量学习和吸收汉文化，成为他

们各自民族创造他们各自的思想文化时的源头活水。
辽朝在建立的过程中，就大量学习和吸收汉文化，特别是儒家思想以及各种中原汉人社会中

流行的民俗文化。如《辽史》记载，辽太祖阿保机曾经询问身边的大臣应该崇奉何人，虽然有

许多不同的意见，但其长子耶律倍则非常坚定地说: “孔子大圣，万世所尊。”得到阿保机的首

肯，并让耶律倍以皇太子的身份每年主持祭祀礼子的 “春秋释奠”礼。① 儒家思想作为汉文化

的思想精髓之一，在一开始就得到了契丹贵族的亲睐。可以说，辽朝建立后，来自中原的思想文

化已经在契丹人的精神世界中占据了重要地位。
此外，儒家思想在契丹贵族的教育中也占据非常重要的位置。辽朝建立后，就下诏修建孔

庙。之后，不断完善儒学教育体系，如在上京 ( 在今内蒙古) 设立国子监，在南京 ( 在今辽阳)

设立太学，让契丹贵族及官僚子弟系统地学习儒家典籍。契丹贵族中有许多热心学习和精通儒家

典籍的人，如史称辽兴宗“好儒术”②，辽道宗的身边 “尝有汉人讲 《论语》”，不但 “心领神

解”，还往往有不少自己的独见发明。③ 辽天祚帝年轻时也曾经抄写过 《尚书》。西辽的创建者

耶律大石甚至通过了科举考试，获得进士出身，因而拥有 “大石林牙”之称。在文学创作上，

契丹贵族也接受了唐诗中清新雅丽的审美思想，辽道宗有咏黄菊的诗: “昨日得卿黄菊赋，碎剪

金金填作句。至今襟袖有余香，冷落秋风吹不去。”④ 此外，辽道宗还有御制诗文集 《清宁集》，

其他的契丹贵族也多有汉文写作的诗文集传世，如耶律隆先的 《阆苑集》等，不但以汉文作诗，

且其中的情感也都与唐宋流行的审美情趣相近。⑤
女真人在建立金朝后，也开始学习并大规模地接受汉文化，不少女真贵族在思想风貌、情趣

爱好等方面，呈现出他们的思想世界与中原汉人的思想世界已别无二致。如金熙宗会写诗和精于

书法，喜欢穿儒服，日常生活中喜欢喝茶，喜欢焚香，喜欢下棋。史称金熙宗 “能赋诗染翰，

雅歌儒服，分茶焚香，弈棋象戏”，以致于在女真老臣看来，“宛然一汉户少年子也”。⑥ 就连一

向反对女真人说汉语、取汉姓、穿汉服，试图让女真人保持自我特性的金世宗，也大力拥抱汉文

化中的优秀思想。他命人翻译了大量的儒家经典为女真文，认为汉文化中儒家思想，不是汉人专

属的思想，而是包括女真人在内的所有人都应该知道的基本道理，是 “仁义道德所在”。⑦ 因

此，尽管族属不同，政权不同，但宋朝、辽朝、金朝治下的人民在思想道德上可以说是拥有共享

的价值观的，这样就使得契丹人、女真人在精神生活上与汉人拥有的共同的思想情感。众所周

知，元朝建立后，把留居在中原地区的契丹人、女真人都一律视为汉人，显然是因为他们与汉人

拥有共同的、共享的思想文化特质。
党项人最初生活在甘、青、川交界地带，唐代开始逐渐移居到靠近中原腹地的陕北地区。党

项人的兴起和发展的过程，大量接触和吸收汉文化中的优秀思想。党项人的思想中，经常起作用

的主要是儒家思想。西夏的建立，儒家思想发挥过至重要的作用，西夏统治者称帝建号，建置宗

庙，设官分职，所践行的一套政治体制，其政治实践大多都基于汉唐以来的儒家学说。儒家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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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西夏统治者治国理政的重要理论原则，西夏朝廷还命人翻译、刻印了大量传承和传播儒家思

想的重要著作。① 夏毅宗在位时，正当宋代儒学发展的一个高峰期，他向宋朝派出使团，请求赐

予儒家典籍，宋仁宗根据西夏的要求，一次性送给西夏使团《易》《诗》《书》《礼记》《春秋》
《孝经》《论语》《孟子》《周礼》等众多的儒家经典。② 夏崇宗时儒家思想在党项社会受到进一

步的重视，设立以 “儒学”为主要教育内容的 “国学”，设置弟子员额三百人， “遵行儒教”，

从而确立了儒家思想在西夏政治生活中的指导地位。夏仁宗时，不但把孔子尊奉为文宣皇帝，还

在各州郡设立地方学校，将弟子员额由三百人扩容为三千人。并且参照唐宋科举制度，以儒学取

士，设置了童子科、进士科等，选拔出以儒家思想为考核标准的官僚队伍，西夏末年的皇帝遵顼

早年还曾以进士第一名及第而知名当世。③
因为儒家思想的盛行，在党项人中也源源不断地涌现出许多出类拔萃的儒学人才。党项人斡

道冲，八岁时以精研《尚书》考中童子试，成年后，精通《五经》。曾以西夏文翻译宋人所著的

《论语注》，又自己撰写了 《论语小义》 《周易卜筮》等儒家经典的注疏类著作。④ 进入元代以

后，党项人中更是不乏大儒。元代初年的名儒高智耀就是一个西夏遗民。他在西夏末年曾考中进

士，西夏亡国后，隐居于贺兰山，后被元宪宗召见，他向元代统治者大力宣传儒学，倡导 “以

儒治国”，得到元宪宗的赞赏，官至翰林学士。⑤ 元代移居到中原各地的西夏后裔如余阙、朵儿

赤、迈里古思等人，也大多醉心于儒学，热衷于弘扬儒家思想和学说，并以儒家大学者的身份闻

名于世。⑥
白蛮 ( 今白族的先民) 是以云南为中心建立的大理政权的主体民族。在大理国统治时期，

白蛮社会深受汉文化的影响，元代初年奉命巡视云南的郭松年在所写的 《大理府行记》中称，

大理与宋朝，“相与使传往来，通于中国。故其宫室、楼观、言语、书数，以至冠昏、丧祭之

礼，干戈、战阵之法，虽不能尽善尽美，其规模、服色、动作、云为 ( 言行) ，略本于汉”。⑦
可见宋元时期白蛮社会的思想文化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汉文化的一些基本内容影响到大理社会

的方方面面。现存的摩崖石刻《护法明公德运碑》，刻于大理后期，是一篇优美的骈散兼用的汉

文文学佳构。这虽然是一篇为当地文化精英歌功颂德的文章，但其中反映的思想竟与唐宋盛行的

儒家思想如出一辙，如碑文中描写 “碑主”的成长经历时说， “公自幼孤，久失庭训，不喜盘

游。弱冠岁余，天地合德，日月同明，温良五德□□，六艺三□，随而有之，所谓生而知之者上

也”。⑧ 无论是表达形式的用典手法，还是内容中所包含的家庭伦理秩序和道德才艺的追求，都

是最为典型的儒家思想。

三、思想文化的相互吸收与宋元时期中国各民族思想文化的共同繁荣

宋元时期，中国各民族文化得到共同的发展和繁荣，在各民族思想文化的交往交融过程中创

造出具有民族形式和中国特色的思想文化内容。宋代以前中国古代各民族中，以汉族的思想文化

最为繁荣，从诸子百家、百家争鸣，到独尊儒术以后儒家思想的不断发展，汉文化中的思想结

晶，既是汉族人民在思想上的宝贵财富，也是中国各民族在发展过程中积极学习和吸收的精神养

分。但宋代以前，汉族以外的其他的民族在思想文化上的创见和成就，就相形逊色得多。而宋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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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期，随着各民族交往交流的深入，各民族的思想文化都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形成了各民族

思想文化共同发展和共同繁荣的新局面。
如这一时期，汉族以外的中国境内各民族，积极吸收汉文化的优秀成果，既使是在传统汉文

化范畴的思想领域内，在宋元时期汉族以外的中国各民族，也取得非常丰硕的成就，产生了足以

与汉族文化精英比肩的、以汉文化为精神内核的思想和文化。以党项人为例，他们接受了汉文化

传统主张的以天、地、人“三才”思想为基础构成的世界观，并且把这一思想贯注到他们教育

思想中，以西夏文写作的儿童启蒙读物取名 《三才杂字》。① 西夏文与汉文常用词语的双语对照

词汇集《番汉合时掌中珠》的编排规则，是以“天形、天相、天变”，“地形、地相、地变”以

及“人形、人相、人事”三大类九小类的类型划分，② 显然也是以 “天、地、人”三大结构来

认识和理解宇宙世间万物的。
众所周知，汉文化中儒家思想的 “人本思想”非常突出，而党项人的思想文化中，对于

“人本思想“的理解和阐释已经上升到了相当的高度，以西夏文写成的西夏社会的小型百科全书

《圣立义海》为例，书中开篇就说，“人者，天下地上一切有情中之太初也”。汉儒对宇宙起源的

认知，有太易、太初、太始、太素之分，“太易者，未见气也; 太初者，气之始也; 太始者，形

之始也; 太素者，质之始也”。③ 《圣立义海》的这一解释，借用汉文化中的宇宙起源论的 “太

初思想”，阐释了人是宇宙万物之始的观念。党项人认为，人之所如此重要，是因为人 “上蔽覆

于天德，下坚依于地藏”，“合天地德，阴阳调合，五行遮身，鬼神守护”，人的地位在党项人的

观念中被如此强化，说明在他们的思想中，人本思想占据着突出的地位。党项人还从儒家思想出

发，创造性地提出了人的伦理价值，《圣立义海》中提出人本身应该具有的四种伦理道德属性，

即“四正”: “有孝德心，仁之正也; 解善恶心，义之正也，为廉让心，礼之正也; 知真实心，

智之正也。人因有此四正。”以孝德、善恶、廉让和真实对应儒家提倡的仁、义、礼、智四大道

德规范。④ 西夏学者对儒家基本主张的进一步阐发，既符合儒家思想的本意大旨，又不是简单复

述孔孟之道的名言名句，而是在掌握了儒家学说基本原理的基础上，创造性地完善了自己对这一

问题的认识。
同时，更重要的是，这一时期中国各民族的思想文化成就巨大，实现了共同繁荣，表现在各

民族在思想文化上名家同时产生，经典集中涌现，而且各民族的思想文化经典所具有的价值观日

益趋近。这一时期汉文化的代表人物众多，从王安石、二程到陆九渊、朱熹，以理学思想为代表

的新儒学从兴起到集大成，奠定了此后一千年中国思想史的基本格局。更重要的是，这一时期除

汉文化取得巨大的成就以外，其他民族文化也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各民族都开始涌现出各自

的思想家和文化经典。
如这一时期藏族古典文学的代表人物贡噶坚赞所著的 《萨迦格言》，直到现在仍然是藏族文

化的经典作品。《萨迦格言》用朗朗上口的诗句表达了非常丰富的思想内涵，如在政治思想上，

《萨迦格言》宣扬“经常以仁慈护佑属下的君主，很容易得到奴隶和臣仆。在莲花盛开的碧绿湖

里，水鸭都不唤自来”。⑤ 反映了饱经吐蕃王朝崩溃后社会大乱之苦的藏族人民对仁政的渴望和

对暴政的反对，与儒家思想所提倡的仁政主张不谋而和，表明这一时期中华文化对仁政的追求，

汉藏文化的发展方向是高度一致的。此外，像儒家思想自古以来所推崇的好学深思、不耻下问等

对知识的尊崇和渴望等内容，在 《萨迦格言》中也有不少类似心意相通的金句，如贡噶坚赞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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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将“学习知识”上升到人生哲学的高度，强调学习是一种美德，“愚人以学习为羞耻，学者以

不学为耻。因此学者即使年迈，也为来生学习知识”。① 《萨迦格言》的流传，使得尊重知识、
勤学好学的思想成为藏族社会的共识，清代初年成书的 《西藏王臣记》认为，正是贡噶坚赞撰

写的这些蕴藏了丰富的人生哲理的格言，为西藏社会开创了良好的学习风气——— “吾等蕃地能

有传习五明 ( 代指一切知识) 之风，亦实赖此师之德也”。②
而维吾尔文化在这一时期也形成了众多流传于今的思想文化经典著作，其代表作品是成书于

11 世纪中后期、由喀喇汗王朝的大诗人优素甫·哈斯·哈吉甫所写的长诗《福乐智慧》。这部史

诗级的巨著有着非常博大精深的伦理思想体系，它渊源于回鹘古老的文化传统，吸收包括儒家文

化在内的各种伦理思想，兼收并蓄，形成了一套具有鲜明的自身特色的伦理学体系。
如早期喀喇汗王朝文化强调顺从精神领袖的意志，在他们早期所信奉的经典中，道德伦理意

义上的“忠”这样的概念并不存在。但 《福乐智慧》中却有大量宣扬忠君报国理念的主张，如

“为国君效力要忠贞不渝，建立了功劳，会百事顺遂”③，“忠贞的臣仆均系如此，不谋私利而利

君王”。④ 并且创造性地树立起忠君的观念，提出拥有忠臣，对君主而言，具有至高无上的重要

价值。⑤ 《福乐智慧》对社会秩序中世俗政治的地位极为推崇，坚持 “君主万世一系”，强调

“父亲是君主，儿子天生是国君”⑥ 以及“国君天生是社稷之主”。⑦ 喀喇汗王朝的政治思想中，

一方面接受了法律的制定和执行要符合传统文化的基本原则，但另一方面也强调，不能用传统文

化的规则代替国法，只有君主才是立法者，制定法律既是君主的权利，也是君主的责任———
“如果国君不为民立法，不保护人民免遭不幸，人民将遭殃，国家将受损，社稷的基石将毁坏殆

尽”。⑧
可以说，中国境内各民族在这一时期通过频繁的和高效的交往交流，在相互吸收彼此的优秀

思想文化的基础上创造出了拥有自身特点和中国特色的思想文化内容，形成了历史上第一次中国

各民族思想文化共同繁荣的大好局面。

结 语

习近平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曾经指出: “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汇聚

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各民族共缔造、发展、巩固统一的伟大祖国的历史。各民族之

所以团结融合，多元之所以聚为一体，源自各民族文化上的兼收并蓄、经济上的相互依存、情感

上的相互亲近，源自中华民族追求团结统一的内生动力。”⑨ 挖掘宋元时期中国各民族走向大一

统多民族国家历史事实背后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宝贵经验，可以从中华文化与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的相互关系角度揭示出宋元时期中国历史演进的必然原因。宋元时期中国境内各民族

都创造了各自灿烂的文化，呈现出各民族文化共同繁荣的新格局，而这种前所未有的多元文化的

繁荣，正是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形成与演进的历史进程中创造出来的属于全体中华民族共同拥有

的文化。
历史上中华文化的形成过程及其思想内涵，是我们今天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思想

资源，习近平曾经指出: “我们灿烂的文化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中华文化是各民族文化的集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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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各族文化交相辉映，中华文化历久弥新，这是今天我们强大文化自信的根源。”① 各民族共

同创造的中华文化，正是中国各民族共有共享的精神世界的思想基础。中华文化的繁荣与创新，

离不开各民族人民的共同努力。宋元时期中国思想与文化的空前繁荣，恰恰得益于这一时期中国

境内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的深化，这才形成了中国思想史上各民族思想文化共同发展、共同繁

荣的第一个高潮。另一方面，中华文化的繁荣发展，也促进了宋元时期各民族间在思想文化上的

共同性的增强，各民族在立足于自身文化需要的同时，也将兄弟民族文化中的优秀思想结晶融入

到自身文化之中，形成了宋元时期中国各民族在思想文化上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大格局，从

而奠定了中国各民族共享共有思想世界的文化基础，在客观上打造了一个宋元时代中国各民族共

有的精神家园，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宝贵的历史镜鉴。

Experience of the Song and Yuan Dynasties in Fostering the Sense
of the Chinese Nation as a Community

HUANG Bo

Abstract: The Song and Yuan Dynasties were an important period in Chinese history． It was in
this period that ethnic languages were used nationwide and after hundreds of years of extensive use，a
new situation came into being where multiple ethnic languages were accepted as common languages used
throughout the country． Particularly in the Yuan Dynasty，when the great unification was achieved with
an unprecedented ethnic diversity of the population，the idea of common languages for the whole nation
became well － accepted，which in turn increased the interaction and communication between various
ethnic groups，allowing them to have a common spiritual world with shared cultures and values． The
deepening of the exchanges inevitably led to the common prosperity of the ethnic culture and common
prosperity for all the ethnic groups，givng them a common Chinese identity． This experience gives us a
mirror today for the fostering of a strong 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 consciousness．

Keywords: Song － yuan Experience，Chinese culture，Common Prosperity，interraction，com-
munication and integration，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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